
N
A
T
IO
N
A
L
IT
IE
S
R
E
SE
A
R
C
H
IN
Q
IN
G
H
A
I

摘 要:民国时期 ,地处西北的甘肃毒品泛滥 ,肆虐非常。僻处甘肃西部的敦煌也不例外 ,境内罂花遍野。大面积的毒品种植 ,

挤占了粮田面积 , 粮食总产减少 ;农村手工副业受到摧残 , 农家收入顿减 ;众多吸食者的存在 , 斫丧了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力 ,

土地耕作不足。这些都给农村经济沉重打击 ,农民离村现象严重。敦煌地区毒品泛滥的原因除政府征收烟亩罚款、地方交通

不便和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等因素外 , 根本原因在于中央权威的缺失 , 地方实力派的坐大 , 社会失控现象严重 , 使得禁政推行

极其繁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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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敦煌地区鸦片种植情况

民国时期 ,甘肃省毒品泛滥 , 依靠鸦片税收和

贩卖所带来的利润是甘肃省政府的主要财政来

源。敦煌地处党河岸边 ,土地肥沃 ,是甘肃河西地

区的主要鸦片产区之一 ,“其闻名于世并不仅仅因

为千佛洞,还因为是有名的罂粟种植地”。[1]当时凡

到过这里的人 ,都对此有真切记载。清末民初 , 芬

兰探险家马达汉看到敦煌“主要种植小麦、豌豆、

小米、糜子、油料作物和鸦片( 种植罂粟占全部耕

地的三分之一) ”, [2]而鸦片产值是敦煌地区的一大

财政支柱。

民国伊始 , 张广建督甘 , 对禁烟比较重视 , 甘

肃境内的鸦片种植一度禁绝。1921年,江苏人陆洪

涛督甘 ,此时的甘肃已经分崩离析 , 甘肃八大镇守

使拥兵自重 , 割据称雄 , 陆只是名义上的督军而

已。财政上,各镇守使自恃武力,款项大多截留。面

对竭绝的财政 , 陆洪涛开放烟禁 , 征收烟亩罚款。

针对陆的倒行逆施 , 时人作诗予以抨击 :“民国新

悬五色旗 , 十年甘局苦撑持 , 乘槎喜见神仙使 , 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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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难教妇女炊 , 法纲森严三面启 , 人声附和万波

随,芙蓉莫把东风怨,满地烟花会有期。”一些开明

的地方人士也极力反对 , 敦煌县长杨巨川就是一

例。他上书力陈此为祸国殃民之事 ,遗患无穷 , 然

“非但无效 , 且给敦煌摊派烟款巨万 , 道署派员坐

催甚急,县署不堪扰,小民不堪命”。杨在拒之乏力

的情况下 , 愤然辞职。在返回兰州途经布隆吉尔

( 今安西县境) 时 ,心中苦闷不已 ,遂于店壁赋诗一

首 , 借以舒怀 , 诗云 :‘只重金钱不爱民 , 黑心符出

影留真。水云荡煞罂花界,误尽苍生是此人。’”[4]愤

慨之情,跃然纸上。

1925年,冯玉祥入主甘肃。冯当时碍于实力单

薄 ,难以在各地方实力派中站稳脚跟 ,且为了逐鹿

中原 , 问鼎天下 , 大肆在西北扩兵备战 , 军队数量

猛增。为了应付巨大的军费开支,冯玉祥瞅准了鸦

片的巨额利润 ,迫使农民种烟 ,征收烟亩罚款。从

此 , 整个甘肃包括敦煌鸦片种植达到了历史的最

高点。

1929年 ,当冯玉祥的势力逐步撤出甘肃之时 ,

敦煌地区相继被马仲英和马步芳占据 , 一时你争

我斗,地方政局混乱不堪。各自都围绕着鸦片利益

展开了角逐,鸦片种植面积未有稍减。1933年8月,

行经此地明驼看到:“沿党河西岸上溯 , 很过了几

道水渠 , 穿过许多树林和庄园———麦子、鸦片烟、

高粱、瓜、种得很不少———走了二十里地 , 都是一

样的光景。”1935年6月,陪同邵元冲的考察西北的

陈赓雅又写道:“渡党河西行 ,沿途沟堰纵横 ,村树

茂密,禾麦之属,欣欣向荣,罂花美艳,尤为可观。”[6]

敦煌鸦片种植的面积 ,由于每年数字不一 , 无

法一一列举。1934年据甘肃省民政厅档案记载,种

植面积6133亩 ,产量184000两。[7]位居当年河西各

县鸦片种植面积和产量的第六位。①就当时敦煌地

区可耕种土地面积较少的现状而论 , 这一种植亩

数是相当大的。[6]

敦煌地区的鸦片收获后, 除大部分供本地居

民消费外,一部分运往外地销售。向西运往乌鲁木

齐 ,价格不菲 ,“在敦煌每两烟土价一元大洋 , 运到

哈密便可售四元大洋”。[8]曾在敦煌县任过职的宋

荣也回忆道:“按当时的行情 , 6斤60两 , 据说运到

乌鲁木齐可卖150两,运到和田可卖到250两。”[9]利

润十分优厚。向东通过驼帮运往包头 , 再转运京、

津一带。向东南运往肃州、兰州等地。

依靠着鸦片的种植和贩卖 , 敦煌地区的社会

经济也出现了某种“繁荣”。由于鸦片质轻价高,极

易携带 ,运往新疆销路很快 ,所以敦煌民众蜂拥进

疆销售 ,“他们返敦时又购买苏联商人运往新疆的

各种布匹 , 西洋日用杂货或新疆土特产品到敦煌

设铺摆摊出售。一时 ,敦煌市面商品流通 , 经济活

跃,农民手头稍事宽裕”。[10]

二、鸦片与敦煌农村经济之衰落

鸦片虽说给敦煌地方经济带了某种“繁荣”,

但这种繁荣是畸形的 , 种植鸦片带给地方社会更

多的是灾难。众所周知 ,民国时期 , 甘肃天灾人祸

接踵而来 ,农村经济一度萧条不振。当此时 , 农民

尽力躬耕于土地 ,所生产粮食都时有不虞 , 然而大

面积的鸦片种植 , 无疑给这种严峻的局面雪上加

霜。首先 ,鸦片的种植挤占了粮田面积 , 粮食价格

上涨。种植鸦片需要充足的水源 ,上好的土地 , 如

其不然则收获不丰。范长江看到敦煌“好地尽种了

烟土”,以致“每年粮食不足,春荒时流亡遍野”。[11]

当地粮食价格飞速上涨 , 看下面敦煌县的粮价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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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表。

依据上表 , 从1911年至1932年 , 敦煌县的小麦

和大麦价格总体呈上涨趋势 ,大麦的普通价格由3

元涨到20元 , 最高价达到23元 , 最低价也为17元 ;

小麦的普通价格由1.6元涨到17元, 最高价格为22

元 ,最低价为19元。粮食价格的上涨 , 一方面是频

繁的天灾 , 影响了粮食生产 ; 另一方面 , 鸦片的种

植难逃其咎。上表1925年和1926年的情况很能说

明问题。1925年大麦普通价格为4元 , 次年急剧上

涨到20元,上涨了5倍。该时期小麦也有2元上涨到

10元,上涨了5倍。考其根由,此时冯玉祥的大军涌

入西北 , 军粮供应浩繁 , 粮食的需求大大增加 , 刺

激了粮价的上涨 ; 同时 , 为了筹措军费 , 鸦片大面

积种植 , 挤占了良田面积 , 粮食的总产量减少 , 出

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,粮价因之飙升。

其次 , 种植鸦片还打击了农村手工业的正常

发展。河西“大抵西部肃州一带 ,即酒泉附近之高

台、鼎新、敦煌诸县 ,产棉较多 ,旧日妇女多以织布

纺线为主要手工业 , 近年因播种大烟 , 棉田被侵 ,

土布销路又为俄国棉布所侵夺 , 殊为可惜”。[ 13]不

惟纺纱织布业大受影响 , 其它各种副业皆受重大

打击 ,如当地颇为发达的淘金业进入民国以来 , 衰

颓不堪,“盖人民多趋于种烟一途也”。[14]副业是农

家获取货币的主要途径 , 然而种植鸦片将正当的

副业扼杀,农家获取货币的一大来源断绝。虽说鸦

片交换能给农家带来些微货币 , 但这个数量是极

其有限的,更多的利益被地方驻军所窃据。

再次 ,众多吸食者的存在 , 斫丧了社会最基本

的生产力 , 使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片死寂 , 毫无生

气。时人记载道:“敦煌周围的地土肥美,⋯⋯可惜

居民多吸鸦片。”[ 15]在县城“最热闹的东关什子街

上走,很能找到几个排着小菜摊的小商人 , 他们一

面做着买卖,一面却找空躺在摊子旁边抽大烟”。[16]

县政府所在地如此 ,广大乡里社会不难想象 , 更是

烟民遍地。鸦片烟的毒害 ,致使吸食者身体孱弱 ,

好吃懒做 , 不思进取 ,“当地的汉人 , 无论穷富老

少、种田人、商人和手工匠 ,只要鸦片烟枪在手 , 就

什么事情都不想做,因此一天一天的堕落下去”。[17]

显然 , 这种情况使生产者减少对土地的劳动投入

和资金投入,影响农村经济匪浅。同时吸食鸦片将

民风苍劲、尚武好勇的河西民气消耗殆尽。敦煌

“街上毫无生气 ,除了一两个衰弱的吸毒者和一群

街上的顽童外 , 看不到别的。”[18]这种死气沉沉局

面 , 与当地民众吸食鸦片不无关系 , 时人称之为

“精神被鸦片烟蛀霉了”。[19]

总之 ,鸦片的种植使农村经济备受打击 , 原有

的农村生态体系已经很难维持民众的生存 , 他们

只有离村出走 ,要么逃往城市谋生 , 要么移往别处

开垦糊口 ,有一些还加入社会次生群体的行列 , 选

择当兵或当土匪。敦煌县的农民这三者兼而有之,

但以移民别处居多。移往新疆者“近五年络绎不

绝”。[20]有鉴于此,敦煌县长王会文1942年5月急呈

省府 , 指出各乡农民逃亡严重 ,“计鸣沙镇逃亡男

十一口 , 女十二口 , 和平乡逃亡男二十六口 , 女十

口 , 新安乡逃亡男十八口 , 女二十一口 , 永宁乡逃

亡男七口 ,女三口 ,静肃乡逃亡男二十口 , 女八口 ,

总计本县共逃男七十四口,女五十四口”, [21]请求省

府设法拨款救济。然而省府也无能为力,只能任其

逃亡。流民充载于途 , 直接的后果是土地抛荒 , 无

人耕种,地价下跌。敦煌县民国初年全县共有土地

117195亩 , 到1934年荒芜土地2812亩 ;地价1911年

上等地的价格为45元 , 而1934年为15元 , [22]下跌趋

势至为明显。以上事实表明,鸦片的种植和吸食给

敦煌地区的社会正常有序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

失 , 给原本脆弱的社会生态环境增添了巨大的压

力。

三、敦煌地区鸦片种植原因探析

民国时期 , 敦煌地区种植鸦片的原因是多方

面的,依笔者之见,主要有以下几点。第一,沉重的

烟亩罚款是民众种植鸦片的首要因素。民国时期,

河西地区军队林立 ,军费众多 ,军费依靠烟亩罚款

挹注。该罚款起初按种烟亩数征收,但后来不管种

与不种 ,一律按田亩摊派 ,每年政府根据财政收入

多寡,确定数目,直接由军队下乡提取。毫无疑问,

沉重的军费分担到了老百姓的头上。以敦煌县南

湖村为例 ,该村共有居民60余家 , 500多人 , 仅24家

有支付能力 ,其余有些户无土地 ,有些户被抓去当

壮丁。下表反映的是该村1932年的负担情况。

分析上表 ,除本色粮、折色草价、指粮借价、金

库券不是军费外 , 其余均为军费、军用支出 , 占总

支出的80%。在军费中,禁烟罚金( 烟亩罚款) 是最

重的一项,达2300元。此外驻军还征收1800两的军

用烟土 , 即“官土”。 所谓“官土”, 按范长江的说

法 , 即官家所要之烟土 , 官家虽然打着收买的幌

子 , 其实并不是自由交易性质 , 而是强迫低价收

购,农民所得利益甚少。[23]上表只反映的是一个小

村庄的款项 ,揆之敦煌全县 , 数目当更大。如1934

年,敦煌全县分摊烟亩罚款40000元。[24]不管是征收

烟亩罚款 ,还是征收“官土”,都表明民众除了选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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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植鸦片之外,别无他途。难怪有人说:“老百姓在

‘饭可以不吃 ,款不可不缴’的情况中 ,只能种几亩

鸦片烟来应付款项 ,而没有出产鸦片烟的人家 , 那

就倒霉,非借债便卖身、卖物以相偿。”[25]

第二 ,从短期的经济效益来看 , 鸦片相比农作

物有较优厚的利润 ,在缴纳完政府的赋税之后 , 还

略有剩余,这又是吸引农民种烟的重要因素。陈赓

雅见景泰县达拉牌地方农民在砂田上种植罂粟 ,

问其种烟原因 ,“据谈:‘初纳税自六十元 , 今涨至

百元 , 年收烟土五百两 , 可值二百五十元 , 易而种

麦,可收四石,仅值一百六十元,税率仍如上数。故

一般农人,甚愿舍麦种烟’”。[26]此虽非敦煌的例证,

但敦煌与其相似。时人宋荣的回忆也可证明之 ,

“过去农民只种粮食。作务一年到头 ,除殷实之家

外,一般农户家庭妇孺衣换不过季者比比皆是。自

种烟后 , 她( 他) 们大小都能收集些卯浆、淡渣浆 ,

有达数十两者。她( 他) 们把收获的烟土出售后,所

得款项一般都可自由支配 ,或买喜爱的衣料 , 或买

鞋、袜等用品。这些在那物质极端贫乏的时代 , 不

无小补。”[27]可见,依靠鸦片获取的利润,一定程度

上满足了农家购买部分日用品的需要。这种短期

的经济收益使农民尝到了甜头 , 刺激了他们的种

植欲望。

第三 , 从当时整个甘肃社会的交通滞后情况

来说,鸦片相较粮食作物便于运输。交通不便致使

正常的经济发展受阻 , 给偏僻之地种烟提供了地

理空间,也为政府查禁带来了困难。敦煌地区的运

输工具大多依靠传统的马车和大车 , 人背肩挑也

是极为普遍的现象。运输方式仅靠“公路”运营,但

时常风沙弥漫,土匪劫道。常书鸿写道:“由于军阀

割据 , 战乱灾祸频仍 , 加上关山阻隔 , 那年月要到

阳关道上的敦煌去 , 真是比今天人类登上月球去

还困难啊! ”[28]如此严酷的交通现状 , 即使有剩余

农产品,也不便外运。因此对于“一个追求利润者,

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 , 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

者”[29]的农民来说 ,他们必须根据供求和成本以及

收益来抉择自己的生产。他们更愿意选择质轻价

高的鸦片。

第四 , 鸦片的种植还与当时落后的医疗卫生

条件有关。民国时期,甘肃省医疗卫生事业极其落

后 , 1935年 , 政府开始主办医疗卫生事业 , 1940年

敦煌县才设立卫生院 , 治疗简单的妇婴卫生和防

治天花麻疹等传染疾病。对于幅员辽阔的敦煌地

区来说 ,此区区卫生院只能满足极少数患病群体 ,

绝大多数人由于难以承担高额的药费均止步不

前。由此遂将治愈疾病寄托在吸食鸦片上。据医学

资料 , 鸦片对胃病、痢疾、大肠炎、肺炎、感冒、咳

嗽、气喘、淋病、牙痛、癫痫、劳累和失眠等症状有

一定的疗效和抑制作用。对于缺医少药,又广泛种

植鸦片的乡土社会来说 , 鸦片自然成了聊以止痛

的药品。

总之 ,敦煌地区民众种植鸦片有着多重因素 ,

它既是政府财政不足 , 依靠鸦片挹注军费的主要

手段;又是落后的交通条件和医疗卫生条件下 , 农

民不得已的选择。

四、社会失控与敦煌地区的禁政

民国时期 , 甘肃省历届政府都对禁烟采取了

不同程度的措施。张广建督甘时 ,禁烟成效较大。

慕寿祺赞扬道:“甘肃自张督军任职以来 , 认真禁

烟 ,今已七年矣 ,各县业经禁绝 ,民间虽有存土 , 究

亦无多,遂致烟加腾贵。”[30]由于种植的减少,吸食

和贩运相应的受到了限制,甘肃“几成净土”。后继

者陆洪涛、刘郁芬等虽高喊禁烟口号 ,但实质上不

仅未能实施禁政 , 反而开放烟禁 , 征收烟亩罚款。

民间烟土的种植、贩运和吸食肆行猖狂。1928年 ,

国民政府宣称建立 ,但其统治地区有限 , 甘肃名义

上纳入国民党的统治范围之内 , 但实权仍掌握在

冯玉祥国民军手中。1929年 ,为逐鹿中原 , 国民军

逐步退出甘肃政坛 ,此时甘肃出现了权力真空 , 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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忍多时的西北回族军阀乘时而动 , 号称“尕司令”

的马仲英在马麒、马麟等的支持下宣布起义 , 攻占

河西。烟亩罚款成了其搜刮民财的重要来源。敦煌

地当东西孔道 , 马仲英来此征兵、征粮、要款层出

不穷。1933年1月17日 ,“三十六师马仲杰( 马仲英

部下) 团长来敦筹款 ,同日禁烟善后局局长马永禄

要办坐销( 存土即不卖亦上税,谓之坐销) 。”20日,

“三十六师马仲杰旅长要地方代购烟土十万两( 从

前之三万两不算) , 定价四十六元( 时价六十元上

下) ,再三求减,结果办足六万两。”4月15日,“三十

六师马旅长仲杰开走哈密 , 二十八日马禁烟善后

局长永禄提手枪威胁各区区长要坐销款。”[31]时任

甘肃省主席的邵力子对此愤恨不已 , 下令地方驻

军停止乱派亩款 ,但在地方军事势力的夹击下 , 施

政乏术,愤然辞职。1933年5月,军人出身的朱绍良

出任甘肃省主席 , 此时的国民党政府经过一系列

政治、经济变革 , 中央政权相对稳固 , 对甘肃的控

御力逐步增强。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“两年禁毒、

六年禁烟”计划 , 拟在1935—1940年将国内毒品全

部禁绝。甘肃省因应中央政府的政策,也开始执行

此计划 ,决定分五期禁绝境内毒品 ,敦煌属第五期

禁绝县份 , 即在1939年②禁绝境内所有的售、运、

贩、吸诸事宜。

“六年禁烟”计划时期敦煌的禁政效果如何

呢? 在禁种上,成绩最大,截至1940年,敦煌境内除

在南山一代哈萨克族居住区内有少数烟苗发现

外,其余地区烟苗基本绝迹。然而在运、售、吸方面

则成效不大。如在吸食上 ,敦煌登记烟民2379人 ,

但到1940年6月戒绝者只有735人 , 未戒绝者1644

人,未戒者占烟民总数的69%。[32]众多的“瘾君子”

还躺在烟塌上吞云吐雾。

敦煌禁政出现如此效果 ,不是偶然的 , 它与马

家军阀对甘肃禁政的掣肘有密切的关系。1933年,

当马仲英的势力退出敦煌之时 , 马步芳的第九师

遂占据了敦煌的统治权。直至1940年代末,马家军

阀在此地有绝对的政治、经济和军事大权。甘肃省

名义上管辖该地区 , 但无绝对支配力量 ,“最好的

场合,不过办到面子上的敷衍而已”。[33]派往各县的

县长,必须征得马家军阀的同意。

面对鸦片的厚利 ,驻军趋之若鹜 , 对甘肃省政

府推行的禁政置若罔闻,处处抗衡。曾在此地查禁

种烟的甘肃省禁烟督查团第四组组长戴建标对此

深感懊恼。他分析道:“烟土在军阀时代,为军阀敛

钱之泉源 , 故特殊情形地方之禁政 , 其废弛状态 ,

可以不言而喻。”此语点中要害 ,正因为马家军阀

将此作为敛钱的泉源 , 其就不可能支持甘肃省政

府的禁毒政策。此地为官者常受其要挟,执行禁政

法令时,不得不听命于特殊势力。戴建标气愤地指

出:“最堪嫉首痛心者 , 即负有禁政责任之各级县

政人员 , 为迎合特殊情形之环境 , 以一切禁政法

令 , 置诸不理 , 甚有多数不肖县政人员 , 藉口特殊

情形,亦从中渔利,是以河西禁政,益不堪闻问。”[34]

诚然 , 县政听命于特殊势力 , 的确让人痛心疾首 ,

甚至从中渔利 ,更不可饶恕 ,但揆之当时具体的特

殊地域和特殊势力 , 对马家军阀中央政权也莫可

奈何 ,何况一小小县长。在此情势下 ,河西的禁政

举步维艰 ,进展缓慢。戴建标声言该地“除禁种已

无问题外 , 对于禁运、禁售、禁吸 , 要办理彻底 , 均

成问题。”[35]可见,六年禁烟计划时期,敦煌地区禁

烟成效除禁种外,其余均效果不彰。

1940年代 ,随着本地烟土来源断绝 , 外来烟土

数量的减少,敦煌地区的运、售、吸逐步被遏止。但

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 ,随着政权的式微 , 敦煌地区

的毒品有卷土重来之势。1947年 ,在红柳沟内 , 发

现哈民种植烟苗,“长达四五十里”。[36]此时国民政

府已朝不保夕 ,无力控御毒品的蔓延 ,直到中国共

产党执掌政权后 ,才将毒品彻底禁绝 ,结束了近百

年毒害敦煌人民的烟祸。

敦煌地区毒品的泛滥是甘肃省的一个缩影 ,

其所带来的危害不可估量。追究其根由,南京国民

政府在西北 , 尤其在马家军阀统治范围内中央政

府权威的缺失 , 使地方实力派得以坐大。他们以

“青海王”、“土皇帝”自居 , 利用鸦片大发其财 , 极

尽搜刮剥削之能事。30年代,蒋介石派实力派人物

朱绍良两次主政甘肃 , 妄图通过甘肃这根打进西

北的楔子,“遥控新藏,近制青宁”。[37]但朱绍良也无

能为力。时任财政厅长的朱镜宙回忆到这样一件

事 :“一天上午 ,朱主席告诉我:河西有私贩鸦片情

事 ,已被军队捉住;这件事 ,由我自己来处理 , 禁烟

局不必管。河西是产烟最多的地区,如果真的贩运

被捉 , 那 , 必定与当地军部有关 , 禁烟局是个纸老

虎 ,管管小百姓 ,倒还有些威风;若要管军部 , 那一

定要出洋相 ,主席似乎看透了这一点 ,所以命我不

必管。”[38]显然 ,河西地区的鸦片贩运集团就是马

家军阀。诚如有人指出的 ,“省政府虽然一直试图

实行一项禁绝鸦片的政策。可是,鸦片交易主要操

纵在到处都存在而且非常有势力的秘密社团手

里”。[39]省政府对河西的贩烟莫可奈何,听之任之。

诚然 , 河西敦煌地区的鸦片烟毒在无政府状

态下蔓延不已 , 也是国民政府在全国禁毒不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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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表现。国民政府与烟毒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

联系,禁绝烟毒的态度暧昧。再加上国内外纷乱的

局势和财政上的入不敷出 , 禁绝烟毒自无良好的

社会和经济基础。到国民政府败退大陆之时,中国

的烟毒始终未能彻底涤荡 , 成为来日新政权去解

决的主要社会问题。

注释:

①前五位依次是武威83333亩 , 张掖46666亩 , 永登

26666亩 ,古浪16133亩 ,酒泉9016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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